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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朱    蕾1,2

（1.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上海 200072；2. 上海市国土资源调查研究院， 上海 200072）

摘　要：利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和归类法等方法，梳理总结国外相关规划中用途管制的制度方法与管控体系，并

归类为四种，分别是以用途和密度、容积分区为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以控制城市扩张、保护农地为核心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以土地开发许可和发展权限制为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兼顾刚性和弹性特征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总结得

出发达国家实践对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启示和建议，包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向全域多要素多维度转变、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刚性弹性相结合、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市场化手段和市场配置作用、我国规划体系下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建

议等方面，为新时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用途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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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载体，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是推动国土空间合理开发和利用以及保障体系建设与发展

的重要措施，也是土地利用规划领域改革的新重点。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

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十九大报告提出“统一

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设立自然资源部，中共中央《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自然资源部要履行好“统

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

发 [2019]18 号）明确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

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已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推进建

设“美丽中国”、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强化自然资源

管理和保障生态环境监管的重要手段。在土地制度改革大

讨论的背景下，对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在我国的地位、未来

的趋势走向和优化路径的全面解构则成为必然。

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内容进行梳理

和分类分析，总结了一些国家的经验做法以及对我国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的借鉴意义，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 发达国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

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资源特点以及经济发展

阶段等因素影响，一些国家形成了框架相对一致但风格各

异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方法和管控体系，归纳下来主

要有以下类型。

1.1 以用途和密度、容积分区为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以用途和密度、容积分区为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

家主要有德国、美国、韩国。最早的土地用途管制始于德

国柏林的功能分区，目前德国的规划体系是垂直控制式，

土地使用分区管制依据市镇村一级的建设管理计划，包括

土地利用规划 (简称F规划 )和地区详细规划 (简称B规划 )
两种。F 规划以土地用途管制分区为主要内容，把城市的

土地利用分为修建建筑物、不修建建筑物和其他的土地利

用，随后细分为居住地域、混合地域、产业地域、特别地域、

绿地、农业用地、林业用地等 10 种使用类型区。B 规划则

详细规定了土地利用的具体方式、公共设施位置、有关建

筑的限制 ( 建筑率、容积率等 )，并依此进行分区管制 [1-3]。

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 ,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主要通

过划分土地使用分区 , 对使用密度与容积方面进行管制。

使用分区一般分为住宅、商业、工业、农业等四大类，也

可增加分区或对分区进行细分，每个分区均有详细的用途

限制。密度管制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容积率、建蔽率以及

宗地最大或最小面积管制。容积管制主要包括建筑间距、

建筑高度、建筑覆盖规定等 [4-7]。

韩国国土利用规划分为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和施行规

划，韩国通过规划和法律确定分区，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和

《国土利用管理法》规定全国划分城市地域、准城市地域、

农林地域、准农林地、自然环境保全地域 5 种 , 并就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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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土地利用行为加以限制，同时还将全国国土划分为已

开发地域、有必要开发区域、为开发需保留的地域、应保

全的地域等。土地利用施行规划是按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区

分指定的用途地域 , 来划分用途地区 , 按具体用途地区进一

步制定的细部规划。城市规划在《国土利用管理》规定的

城市地域内进行，并将城市地域划分为住宅、商业、工业

地域，并对每个地域土地利用行为加以限制规定 [1]，通过《城

市计划法》进行城市土地用途管制。

1.2 以控制城市扩张、保护农地为核心的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

以控制城市扩张、保护农地为核心是国际上主要国家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应对城市快速发

展引起的城市蔓延、资源紧约束和环境生态问题，代表国

家有美国、日本等。

美国控制城市规模与保护农用地的土地用途管制的主

要措施包括划定城市增长线、分期分区发展、建筑许可的

总量控制、农地分级分区管控和购买或者转让土地开发权。

分期分区发展主要是州政府通过规划要求地方政府为土地

开发行为规定时序与区位 , 如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郡划分

为优先发展区、经济发展潜力区、限制发展区、延续发展

区等。农地分级分区管控是指在农业用地区域内 , 严禁修

建住宅和发展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并在规划中确定保护范

围和次序（如基本农地、特种农地、州重要农地和地方重

要农地 4种），最好的农田周围划定缓冲区如湿地、排水区、

溪岸和森林等 [4-7]。

日本通过严格的农地购买和转用管制制度、城市土地

利用规划制度、林地保护制度和空闲土地管制制度保护农

林用地，提高用地效率，控制城市扩张。日本通过农业振

兴区域的整治法律和《农地法》来对农地加以特殊管制，

包括制定农业振兴区域、实行开发行为许可、设定特定土

地利用权制度等。日本根据《城市规划法》，把城市规划

区分为城市建设区和城市调整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城

市，抑制城市的盲目扩张。日本对林地进行特殊保护，日

本政府指定 800 万公顷林地作为“森林保护区”进行有规

划的保护和开发，保护区所有权永远属于国家所有，其中

有 500 公顷作为国家、准国家和县级国家公园。另外，日

本还对空闲土地进行管制，当某一土地被认定为空闲地时，

都道府县知事认定空闲地，并要求土地所有者提出利用处

理计划，并给予所有者必要的建议或劝告，促使土地得到

积极而灵活的利用 [8]。

1.3 土地开发许可和发展权限制为主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际上是对土地发展权的一种限

制，因为各国土地所有权制不同，所以各个国家土地发展

权限制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代表国家有英国、美国、

法国和日本。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规划立法限制土地开发的国

家。英国土地管理的主要特点是规划管理、开发许可、用

途管制和发展权的收益归公。英国的土地名义上归国王所

有 , 实际上归私人所有，1947 年的《城乡规划法》首次明

确提出将土地的所有权与开发权进行分离，为英国采取土

地开发许可制度提供了可能，开发建设必须向地方规划机

关申请开发许可，地方规划机关根据政策和影响程度决定

是准许开发、有限制条件准许开发或不准许开发。英国通

过是否授予开发者以发展权来进行管制，私人通过购买形

式获得土地发展权 , 事前向政府交纳 100% 的开发税，即开

发收益全部归国家。英国农地用途变更利用，要向农业部

部长咨询，为防止过度侵害农用地，环境大臣则有权收回

地方规划机关的申请核准权 [6,9-10]。

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归土地所有者拥有。美国的土地发

展权制度由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和土地发展权征购制度组

成。美国政府按照有关规划将土地分为受限制开发区和可

开发区，并大致分为 10 个等级，土地发展权转让在政府主

导下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完成，土地发展权采取

有偿转让 , 购得的土地发展权可以和原土地发展权叠加。

土地发展权征购制度则是指政府部门或私人组织利用公债

或联合拨款向农民支付一笔现金以作补偿，购买优质农田

的开发权。补偿数额通常相当于土地市场价格的一半或三

分之二，农民继续享有土地使用权，并用得到的补偿来改

良土壤 [4-7]。

法国通过“法定密度极限”和“土地干预区”制度进

行具体的土地用途管制，限制土地发展权。法定密度极限

也称作容积率上限，在上限指标范围内的建设，开发者有

自主权，超过该限度则开发建设权归国家，建设开发者可

向政府购买超过限度标准以上的部分建设权，政府则通过

卖与不卖和调整超限度开发费来保护耕地 ,维护国家利益。

土地干预区则是指国家对那些极易遭受破坏的区域，在出

售土地时享有优先购买权，以减少地产市场自由放任所造

成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6]。

日本根据《城市规划法》划分功能区和用途区，确定

有关开发许可等措施。日本对农用地转用采取严格的开发

许可制，农业振兴区域的优良农地不准任意转用，凡进行

以农地转用为目的的土地买卖，必须得到都道府县知事或

农林水产大臣的许可。同时，日本的农地等级由高到低则

被分为一、二、三类，不同类别的土地有不同的限制规定，

低等级者可以转用。根据农地所在区域与都市规划范围关

系不同又可分为市街化地区和市街化调整地两种，在市街

化区域内的农地转用买卖，不必得到许可，只须向地方农

业委员会申报，并征收与宅地同等的课税；而在规划划定

的计划调整地范围内的农地转用则须经许可才能转用，非

农民不得取得转用以外的农地 [8]。

1.4 兼顾刚性和弹性特征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刚性的空间管制政策和分区管控规则促进了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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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但有些时候却难以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为提

高经济发展的活力，很多国家开始在某区域或方面探索弹

性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代表性国家有英国、中国台湾地区

和新加坡。

英国通过规划立法确保规划的实施和用途管制，在《用

途分类规则》里界定土地和建筑物的基本用途，用途转化

需要规划许可。但用途分类可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和科学技

术进步调整，同一类别内用途变化不构成开发 , 不需申请

规划许可。《一般开发规则》界定不需要申请规划许可的

小型开发活动，《特别开发规则》界定特别开发地区，如

新城、国家公园和城市复兴地区，这些区域由特定机构来

管理，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6,9-10]。英国和德国等欧洲

国家地方政府还通过划定绿带，绿带的边界可以进行微调，

但总面积需保持不变，也确保了规划的弹性。

新加坡通过总体规划实现用途管制，总体规划蓝图将

国土进行详细空间划分的基础上，对每一地块的发展利用

方向、建设控制指标等详细控制，每一小块上连容积率都

有详细标记。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新加坡制定了“白色

地带”、“商务地带”计划，有一定的弹性政策。“白色

地带”计划规定，政府划定的特定地块允许包括商业、居

住、旅馆业或其他无污染用途的项目在该地带内混合发展，

发展商也可以改变混合的比例，在项目周期内改变用途时，

无需缴纳额外费用。“商务地带”计划是指将园区内原工

业、电信和市政设施用途的地带重新规划为新的商务地带，

允许商务用地落户，改变用途无须重新申请，并且同一建

筑内也允许有不同的用途，以增加土地用途变更灵活性。

新加坡“白色用地”则是 1995 年提出并实施的市区重建新

理念，“白色用地”目的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弹性管制区

预留功能无法确定的用地，为将来提供更多灵活的建设发

展空间。一是土地预留，二是混合利用，三是用途转换，

通过不同类型的“白色用地”实施策略保证土地用途管制

的弹性 [11-13]。

2 对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启示

2.1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向多要素多维度转变

目前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侧重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的管制，重点是解决“能不能建”的问题，以此为目标进

行指标控制和分区管控，开展“一书三证”为主体的规划

建设行政许可，对其他生态用地和生态环境的管控较弱，

对土地利用程度和效益的管制也较弱。新时期的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应是全域多要素的，除了农用地用途管制，也应

将所有自然生态空间纳入用途管制，有序引导农业空间、

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各类用地的相互转变，鼓励向有利于

生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变，制定负面清单，严格禁止不符

合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生态功能的相互转换 [14-17]。

新时期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土地用途管制也应

是多维的，应不局限于用途，应涵盖用途、利用程度、利

用效益、权益附加条件和限制等多维空间管制体系，在新

的空间规划体系各规划层级和用地出让的各环节应考虑“多

维”空间管制 [15,18-20]。

2.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刚性和弹性结合

对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规划只是载体，要

管的好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管理制度，应强化空间规划和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刚性。借鉴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规

划法制建设和管控经验，我国应尽快进行规划立法，加强

规划法制建设。同时，继续发挥航测、卫星遥感、数字影

像处理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动态监控和管理作用 , 加强执法

监察与土地督察，保证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

中国台湾地区在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中有几种特殊的管

制分区，采取弹性的管制规则，值得借鉴。一是，特别使

用分区管制，为特别目的的需要而给予有别于一般土地使

用分区管制的规定。二是，计划单元开发，在以一个单元

为整体开发对象时，赋予开发者在规划、建筑设计、土地

使用、开放空间、设计元素等上具有自由度。三是，密度

分区管制，在刚性的开发控制下，通过群体开发使某一地

区总量控制下的开放空间增加。四是，工业用地区的混合

用地使用。即允许工业区内的产业用地有一定比例的用途

变更弹性，可变更为批发零售、运输仓储、餐饮、通讯、

商业、金融、保险等相关产业用地，但用途变更的比例受

到严格控制 [21]。

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针对产业融合和发展不确定

性等情况，增加规划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弹性，避免“统”

的过死。一是，可以预留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落地，即

空间不确定性留白或用地指标留白；二是，做好情景应对，

对城市未来发展不确定性进行考虑，预留一定的建设留白

空间，这些空间是允许建设区，有建设用地指标但不确定

规划用途，属于用途不确定性留白；三是，在乡级土地用

途管制分区中设定特定区域为综合用地，允许土地适当混

合和一定比例用途变更弹性。四是，参照中国台湾地区的

做法，允许在上位规划总体要求下，设定特别使用分区管制，

为特别目的的需要而给予有别于一般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

规定。

2.3 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市场化手段和市场配置作用

土地利用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

率，因此要强化土地资源的市场手段。英国、日本、新加

坡对发展权征税或支付开发费，美国采取土地发展权转让

和土地发展权征购制度，法国采取“法定密度极限”和“土

地干预区”制度限制土地发展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其实

是一种发展权的给予和限制，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注

重区域和利益平衡，对受管制的区域应给予经济方面或开

发强度等方面的补偿，比如我国探索实施的基本农田补偿、

水源地补偿、公益林补偿、自然保护区补偿以及流域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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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互利的置换或挂钩补偿方面效果很显著，也可以参照国

外确定容积率“发送区”和“接收区”，进行容积率转移

补偿。

规划编制、计划管控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过程中均应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把市场该管的交给市场，一是，增强

公众参与力度；二是，规划不应仅强调指标约束和农用地

保护，应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三是，规划应管

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在制定愿景目标、配置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用地、防止土地利用负外部性问题（包括

环境问题）和行动计划方面。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尽可能采取对土地利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四是，对于乡

村的发展，规划应预留足够比例的建设用地和空间，同时

给予乡村更多自主权。

3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框架设计建议

我国国土面积大，行政层级多，应体现各层级规划中

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内容差别。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9]18 号）》，目前采取全国、省级、市县和乡镇四个

层级规划，其中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府对上

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本行政区域开发保

护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施性。各地可因地制宜，将市

县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合并编制，也可以几个乡镇为单元

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在镇级规划层面划实城镇空间、

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制定三大空间调整和转换的规则和

程序，明确三大空间管制规则、正负面清单和各类型用地

间转换的程序和路径等内容。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

导约束作用，在市县及以下地区编制详细规划，城市化地

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乡村地区的村庄规划作为“一书两

证”的重要依据，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

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实行“详细规划 + 规划许可”

的管制方式，明确地块层面的用地指标控制，如土地混合

比例、建筑高度和强度、附加条件等等；在城镇开发边界

外的建设，在乡村地区可编制能够指导项目建设和土地整

治的村庄规划，按照主导用途分区，实行“详细规划 + 规

划许可”和“约束指标 + 分区准入”的管制方式，落实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内容。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重要海域和海岛、重要水源地、文物等实行特殊保护制度，

因地制宜制定用途管制制度，为地方管理和创新活动留下

空间。

对于特定的区域或重要的区域，参照英国、中国台湾

地区做法，划定特定区域或单元进行规划编制，加强区域

间的协同，在规划编制、空间管制和建设管理方面通过政

策突破和创新促进特定区域特定目标的实现，比如特定的

城市群、自由贸易区或部分试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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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land space regulation system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ir reference value to China

ZHU Lei1,2

(1.Shanghai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Shanghai 200072, China;
2.Shanghai Institute of Land Resources Survey, 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 Land space regulation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s well a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s overseas are 
summarized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re are four 
main types of approaches overseas: (1) Land space regulation on land use, density, and volume zoning; (2) land space 
regulation to control urban expansion and protect farmland; (3) land space regulation based on land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nd development right restriction; and (4) land space regulation with both rigid and ela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experience for our country includes a proposal for a new planning system, multi-factor and dimension 
transformation, combination of rigidity and elasticity, strengthening market regulation method and market allocation func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land space usage regulation rules in the modern era.
Key words: land use planning; land space; regulation; land development license; land development right


